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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博士生

一、前言一、前言

全球化新自由主義與市場機制的影響之下，國家透過教育系統形塑學生的

意識形態，這種過程容易導致囤積式教育的產生（Freire, 2006）。教育系統內

部的階級結構（Torres, 2017），造成了教育機會與資源分配不均等，進而再製

社會的不平等。家庭社經地位與學生的學習機會存有顯著相關性（Schmidt et 
al., 2015），學校在提供不同家庭背景學生學習機會上的差異，影響了他們的學

習成就表現。研究顯示，學校組織內部加劇學生不平等的力量，遠遠超過其對

弱勢學生的補償機制。即使學校對弱勢學生實施補償措施，高、低社經地位學

生所獲得的學習環境差異仍然有限（Downey & Condron, 2016）。

在臺灣十二年國教課綱強調提升教師專業素養與實踐素養導向教學的背景

下（潘慧玲、洪瑞璇，2022），巴西教育家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所提

出的批判性思考培養，對於深化學生的知識學習，以及呼應課綱中溝通互動的

核心素養，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弗雷勒主張透過平等的對話來建構知識，這

不僅能促進學生更深入理解知識，更能引導師生共同檢視教育體系中潛在的不

平等機制，進而推動教育公平與社會正義的實現。此外，十二年國教課綱強調

教師的持續專業發展，而弗雷勒的批判性思考理念，能有效地引導教師進行教

學反思與創新。透過深入檢視自身的教學實踐，理解其背後的意識形態與權力

關係，教師得以不斷調整教學策略，以更符合素養導向的精神。在此過程中，

學校領導者與教師的合作至關重要。透過對話式的學校決策，推動反省—行動

的循環，將能加速學校教育改革的實踐。

綜上所述，將弗雷勒的批判性思考融入臺灣十二年國教課綱的實踐，有助

於學校更有效地培育具備批判性思考、自主行動、溝通互動與社會參與等核心

素養的學習者，進而致力於實現教育的公平與正義。學校領導者若能秉持批判

意識與對話式的教育觀點，引導師生進行「意識覺醒」，將能致力於營造一個

安全且富含信任的學校文化，鼓勵師生勇於表達想法、審視自我價值，並體認

自身對學校的重要性。透過師生共同參與行動，方能促進學校組織的變革與再

造，以實現共同的教育願景。

二、弗雷勒的批判性意識二、弗雷勒的批判性意識

教師作為主體的存在，其重要性不容忽視（Torres, 2017），教師具備批判

性意識，乃是推動教育改革的關鍵要素，得以使教育擺脫淪為政治工具的命運，

轉而成為解放教育不平等狀態的有效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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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話式溝通的力量

弗雷勒於其著作《受壓迫者教育學》中，強調師生互為主體性，並主張透

過對話式溝通，引導學生理解自我價值與生命意義。他指出：「真實的思考與

現實有關，它不是發生於象牙塔中，而是發生於溝通之中，如果思想只有在我

們做出影響世界的行動後才有意義，那學生就不可能完全從屬於教師。（Freire, 
2006）」此論述明確指出，教育不應淪為囤積式知識灌輸，教師須尊重學生之

想法與感受，藉由對話與反思，協助其建構自主意識。基於此，教師應具備批

判性思維，於自主能動性中建構自我意識，進而體認生命意義與價值，方能實

踐以人為本的教育。此價值觀之傳遞，以及賦予學生從意識形態中「解放」之

工具，方能達成真正的意識覺醒與提升，促使學生建立獨屬之意義價值觀。

（二）批判性的反省覺察

教育實踐的真諦，在於對自身意義與價值的探尋，如同對話關係的建立，

反思活動需關注「教師的智慧」以及被邊緣化的聲音。當這些聲音被傾聽，即

啟動對不平等狀態的覺察，進而達成意識覺醒（Torres, 2017）。教師於行動歷

程中，產生批判性覺醒，將激發希望與信念，驅使其不斷嘗試突破既有情境與

界限（Freire, 2006）。當情境充斥壓抑與不平等，教師間更應透過對話力量，

使每個文字蘊含反思 - 行動的動能，激發批判性意識，進而對情境與限制進行

抗衡或克服。此種集體思辨，正是教師集體學習與效能感的泉源，從情境中文

化、體制或經濟所建構的意識霸權中，促成自我意識之覺醒，並透過參與行動，

獲致解放與自由，建立自身意義與價值。

（三）公民參與的行動

革命的達成，仰賴實踐行動，反思行動的歷程，得以解放意識形態或意識

霸權的宰制。此乃相互溝通的行動者共同產生的集體意識（Freire, 2006），此

類行動以行動者自身為中心，若對象為教師，則為以教師為中心的革命行動，

而非上位者由上而下的壓制或囤積。必須確認教師是有意識地進行轉移，此為

教師自主地對情境與問題產生問題意識，並有意識地進行轉移，此乃一種批判

性的轉移，從真實情境中探尋解決問題之途徑（Torres, 2017）。Westheimer 及
Kahne（2004）提出個人負責、參與及正義導向為三種良善公民。民主教育實則

蘊含政治意涵，唯有透過批判意識並採取行動，方能實踐解放自由之能動性。

教師應持續為教育不平等發聲，進行覺察反思並實踐行動，致力於教育改革，

實現公平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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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構學校領導者創建安全信任的學校文化策略三、建構學校領導者創建安全信任的學校文化策略

（一）塑造多元平等價值觀，於校園中落實公平與正義

學校領導者應於校園中形塑多元平等的價值觀，並在學校課程與教學內容

的選擇、校園整體營造中，落實公平與正義。在新自由主義的社會背景下，

教育結構呈現不平等，教育政策受到影響，可能導致學生學習機會的不均等

（Elfert, 2023）。學校甚至可能傾向於符應企業、國家經濟或政治的需求，而

強調競爭、優點和才能，而非合作、平等與團結的價值觀。此種結構性不平等，

導致學校除了根據國際競爭需求促進學習外，更可能在學校中發生種族不平等

或遭受文化霸權的對待（Kohan, 2018）。

教育的主體是多元文化的個體，民主是人人參與的過程，教育不應是壓迫，

而應是賦權的過程，使學校成員能夠透過意識覺醒（Torres, 2019），對社會採

取良善的行動。教育應更趨民主且達成公平，落實消除種族文化上的不平等，

透過對話空間產生希望與信任，搭建學習的橋樑（Torres-Olave, 2021）。從此

角度，我們應思考學校領導人在形塑校園氣氛時，行政組織成員的組成、學校

氣氛的塑造，基於多元平等視野的價值觀，並將之傳遞給學校成員。 

（二）創造足夠安全的學習環境，使師生得以主張自身觀點

學校領導者需思考如何創造一個基於以人為本價值觀的安全信任學習環

境。此種環境應充滿愛、富有人性，且成員彼此應相互信任。保羅·弗雷勒指出，

支配、壓迫和剝削的環境往往是暴力的，此種環境缺乏愛，且缺乏人性，在此

環境下的成員，會依賴成員間彼此的疏離來維持自身的存在（Torres, 2017）。

倘若學校領導者採取壓迫手段來達成教育政策目的，以囤積式方式帶領學校成

員執行課程教學內容，此與父權主義傳統的領導方式相似，領導者以權威的合

法性為依據，以少數人的個人觀點來強制規定成員的行為表現，以專制方式影

響成員（Murphy & Louis, 2004）。因此，未來的教育領導，應著重於領導的關

係，且此種領導關係應基於「共同的意圖」（Murphy & Louis, 2004），即以成

員的共同理念作為領導的願景目標。

領導者與成員之間應相互尊重且信任，方能創造安全的學習環境，透過對

話方式進行溝通，且此對話必須是領導者與成員彼此平等且有效的。學校應以

互為主體的對話式進行互動，使學校內所有人的想法都能被重視，如此，能夠

建構成員對於主體的希望感，也體現人性化解放，最終達成情感的認同與投入

（蘇鈺楠，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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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創造集體對話機制，培養批判性意識並實踐行動

學校領導者應建立一個基於成員間彼此信任，能夠相互平等對話的場域。

對話的重要性在於使人獨立思考、分享經驗、形塑自身對於世界的意識，並基

於自我意識採取行動（Abdul Razzak, 2020）。弗雷勒（2006） 提到受壓迫者被

囤積的過程，當其有機會成為領導者時，會複製壓迫手段對待其他成員。唯有

透過意識覺醒，透過集體對話的力量並進行批判及反省，最終方能形成行動。

教育是互為主體的轉化性對話，在此過程中，聆聽並溝通自身的問題，此意識

覺醒的過程對社會具有立即的作用（Torres, 2017）。

學校是由集體成員所組成的組織，學校領導者應提供一套機制，讓校長、

行政教師、教師、學生及社區家長能夠進行對話。集體對話形成彼此的腦力激

盪，透過批判的觀點，共同集智集思，如此方能面對教育政策的壓力，並解決

學校生活中遭遇的問題。透過學校成員的對話與反省，形塑意識覺醒，反思主

體的價值與意義，使學校成員了解自身角色對學校的重要性、自身對學校貢獻

的意義、自身帶給學生的學習意義與價值。體認自我主體意識，最終形成行動，

使學校進行變革，朝向多元尊重及公平正義的方向發展。

（四）賦予權力給師生，使師生有機會提案並參與學校改革

學校領導人秉持多元平等的價值理念，營造師生間的對話機制，共同形塑

對教育的願景。透過集體對話與批判意識的引導，賦予師生權力，使其有機會

參與行動，以解決學校生活中所面臨的問題，最終促成學校的改革。正如托雷

斯（Torres, 2022）援引弗雷勒的觀點所述，教育可作為解決衝突、維持和平的

媒介，以維護社會的理性，並促成美好生活的意義，而自由實踐的教育模式將

引導文化的革新。公民的參與行動，根植於對話、批判意識以及對現狀不平等

的批判性審視，並透過實際行動實現意識的解放，進而獲得個人的自我意識與

價值意義。此類公民行動的參與特徵，應是可持續發展的、合乎道德且非暴力

的（Schugurensky, 2017）。

學校可以透過成立師生共治的工作小組，促進教師及學生代表共同參與學

校創新發展的對話，在平等尊重的基礎上進行討論和決策。設立提案管道，鼓

勵師生針對學校事務提出建議或創新；舉辦師生論壇與對話會議，促使師生公

開表達意見，並與學校領導人進行有效的溝通對話。重視傾聽師生的聲音，將

其納入學校改革的建議並給予適當的評估與回饋。同時，鼓勵教師成立專業學

習社群，針對共同關注的學校議題進行研究與分享，並將研究成果實踐於教學

之中。在課程與教學設計方面，應考量學生的選擇權，納入其學習興趣與需求，

提供學習主題的彈性選擇。

教師應培養覺醒的意識思維，擺脫傳統以教師為中心的觀念，真正以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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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心進行課程與教學的實踐。學校領導者與教師應成為持續學習的終身學習

者（Beckett, 2013），並將此理念傳遞給學生，共同針對關注的議題持續參與行

動，引導學校朝向更具社會意義的方向。

四、賦權師生參與改革的阻力與因應對策四、賦權師生參與改革的阻力與因應對策

（一）學校行政的權力結構關係與文化

學校行政體系中的權力結構習慣由上而下的決策方式，這種行政文化可能

難以快速轉變為扁平化、強調參與的模式。行政人員可能因擔心權力分散、增

加管理複雜性或不信任師生的專業能力，而對賦權持保留態度。此外，學校內

部既有的政治角力或不同部門間的權力競逐，也可能阻礙改革的順利推行。

領導者透過培訓、工作坊或案例分享，推動領導者意識覺醒；建立平等的

對話機制，創造正式和非正式的溝通管道，例如師生的共治委員會等。

（二）教師工作負荷大

臺灣教育現場教師的工作壓力普遍偏高，除了繁重的教學任務外，還需處

理大量的行政工作、評鑑準備、親師溝通等事務。在時間與精力有限的情況下，

要求教師額外投入心力參與學校改革相關的會議、工作坊、方案設計等，容易

引起反彈或敷衍了事，降低參與的意願與成效。

學校可檢視行政工作流程的減量和流程優化，並賦予教師專業自主權，建

立教師的互動合作文化，可透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支持教師進行經驗分享，應

對創新與挑戰。

（三）教師的保守心態與改革惰性

教育體系中，部分資深教師可能已形成固定的教學模式和工作習慣，對於

新的改革措施抱持懷疑或排斥的態度。他們可能認為現狀尚可，不願投入額外

的時間和精力去適應新的改變，甚至擔心改革會增加自己的工作量或帶來不確

定性。這種保守心態和改革惰性是推動學校變革的重要阻力。

提供教師持續參與改革的誘因與支持，包括專業發展機會、表彰獎勵等方

式，協助教師克服改革遇到的困難；賦權教師分享成功案例和經驗，進行專業

且平等的對話，並創立安全與信任的氛圍，降低教師對改革的恐懼。 

（四）學生參與的限制性

學生的經驗、知識和思考深度可能不如教師或行政人員成熟，在複雜的學

校決策中可能難以提出具體可行的建議。此外，學生的時間有限，課業壓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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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使其難以積極投入學校改革事務。如何引導學生有效參與，並確保其意見

被認真對待，是一個需要仔細考量的問題。

提供學生參與的引導與支持，參與學校事務的相關知識與技能培訓；並設

計適合學生參與的機制，根據年齡和能力設計不同的學校決策參與方式，例如

代表會、校園議題調查等。

（五）缺乏專業與相關經驗

學校領導者、教師和學生可能普遍缺乏參與對話式領導、集體決策、專案

管理等方面的專業知識和實務經驗。在缺乏相關技能的情況下，即使有意願參

與改革，也可能感到力不從心，導致參與效果不佳。

提供專業培訓和工作坊，建立學習社群與交流平台，鼓勵不同角色之
間的分享與對話，教師彼此相互進行學習，必要時引進外部的資源與專家
協助，提供專業性的指導。

五、結語五、結語

基於弗雷勒的教育觀點及十二年國教課綱，學校領導者塑造安全信任的學

校文化可朝以下五個面向發展：

（一）尊重多元平等價值觀，強化國際觀與在地視野

學校透過課程教學與多元活動，強化學生國際視野及在地文化理解，使其

體認尊重多元與在地文化之重要性與價值。舉辦多元文化節慶活動，融入國際

教育與閱讀課程，邀不同文化背景家長或社區人士參與；課程融入不同文化、

族群、性別等議題；鼓勵師生參與國際交流或專案；結合在地資源，設計鄉土

教育課程，培養學生在地認同與關懷。

（二）重視公平正義，課程融入永續發展目標

學校致力消弭貧富差距及族群文化不平等，針對不同族群文化及家庭社經

地位學生，實施適性教學，並於教材與評量差異化設計。同時，將公平正義相

關永續發展目標融入課程教學活動。建立弱勢學生支持系統，提供學業、生活

及心理輔導；檢視資源分配公平性；設計融入 SDGs 跨領域課程，引導學生關

注環境保護、社會正義等議題；鼓勵學生參與社區服務學習，培養公民責任感。

（三）有效的對話溝通管道，師生參與學校改革

對話式教學可激發批判意識。學校尊重每位師生觀點，提供表達機會。學

校領導建立不同角色間暢通對話管道，透過對話與反思，使師生有機會參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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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革新，並設計機制鼓勵師生提出創新方案，於可行範圍內執行。定期召開各

層級溝通會議；建立便捷線上平台或意見箱；鼓勵教師成立專業學習社群；設

計師生共同參與之校園規劃或改造專案。

（四）師生具批判意識，成為終身學習者

學校領導、教師及學生皆應具備學習工具，課程中教授學習方法，培養學

生批判性思維，課程設計採探究式學習。領導及教師致力成為具批判意識之終

身學習者，並將此概念傳遞給學生。透過對話尋求創新策略，運用核心素養解

決生活問題。課程融入批判性思考教學策略；鼓勵師生廣泛閱讀或參與研習；

支持教師教學研究與創新；建立教師專業發展檔案，鼓勵持續反思與成長；鼓

勵學生發展自主學習能力，培養求知慾與終身學習習慣。

（五）師生參與公民行動，實踐公平正義

教師應覺醒主體意識，反思自身角色意義與重要性，並將公平正義、互相

尊重與合作、自主學習及能動性等價值觀傳遞給學生。教師應關注學生學習表

現，反思教學策略與教材內容和學生學習表現之關聯，並將上述概念落實於教

學實踐。鼓勵師生關注社會議題；引導學生進行相關議題調查研究；支持師生

發起或參與社區服務或社會行動；課程融入公民教育內容，培養學生公民意識

與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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